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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

内容提要 意义是当代思想各学派共同关心的问题，符号学集中探研意义的形式规律。符号学与现象学有相当

大的结合部，“意识”与“意义”紧密相连，胡塞尔的现象学详细讨论符号问题，而皮尔斯试图将符号学建立于一种现象

学基础之上。正由于此，它们在一系列要点上类似，例如意向性、对象与观相、意义对意识的作用等；但也在一些问题

上出现分歧，尤其是符号与事物的区别。符号现象学试图回应这两个学派主要理论家的观点，把现象学的某些方法应

用到符号学的论域中，以“形式直观”为中心，解剖意义的初始产生过程，以重新整理符号学的理论基础。

形式直观：符号现象学的出发点

一、何为“形式直观”？

意义问题，意义与符号的关系，是20世纪初以来的各批评学派共同关心的课题，可以说是

当代思想的核心问题，符号不仅是意义传播的方式，更是意义产生的途径。符号学作为集中探

研意义的学问，更关注意义的形式问题。意义必用符号才能承载（产生、传达、理解），符号只能

用来承载意义。德里达说，“从本质上讲，不可能有无意义的符号，也不可能有无所指的能指”①，

没有不承载意义的符号，也没有无需符号承载的意义。本文讨论的“形式直观”问题，目的是回

答意义是如何产生的：意识面对的“事物”是如何变成意义对象，又如何进一步变成意义载体，

也就是意向性是如何把对象变成符号的。这个过程，在本文中称为“形式直观”。因为它直接卷

入了意识、意向性、事物、对象，它在意义活动中的基本功能，是符号现象学首先要解决的问

题。

皮尔斯从19世纪后半期就在符号学论域内思考现象学问题，他到晚年才知道胡塞尔，只

是在笔记中提了胡塞尔的名字，实际上胡塞尔的现象学比皮尔斯晚出②。由于皮尔斯集中于思

考符号学理论，其现象学体系相当特殊，他的讨论基本局限于贯穿符号学的“三性论”③，他甚

至在“现象学”（phenomenology）与“显象学”（phaneroscopy）等学科名称上摇摆不定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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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结合两个学派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梅洛—庞蒂的“生存符号学”，近年在这个方向

努力的有拉尼根和索乃森等⑤，但是至今学界并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符号现象学论辩体系，甚

至未能清理出一个基本的论域。笔者认为，符号现象学应当如皮尔斯所考虑的那样，是符号学

理论的一部分，是从当今的符号学（而不是现象学）运动的需要出发，重建符号学哲学基础的

努力。看起来本文与现象学有所异议，实际上只是吸收了现象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与方法，试图

回顾并丰富皮尔斯的符号现象学，而没有任何重写现象学的企图，也没有任何“反驳”胡塞尔

的想法。在个别问题上，例如在符号与事物的关系上，似乎与现象学有所争论，实际上只是论

域不同。

意向性，就是意识寻找并获取对象意义的倾向，是意识的主要功能，也是意识的存在方

式。意识的“形式直观”，是意识获得意义的最基础活动。形式直观的动力，是意识追求意义的

意向性。意识把“获义意向活动”（noesis）投向事物，把事物转化成“获义意向对象”（noema），在

这个过程中获得意义。

这一对源出希腊文的术语，中译歧出极多，有“意识活动—意识对象”、“意向活动—意向

对象”、“意向性活动—意向性对象”等。对“noema”的翻译，又有“对象”与“相关项”之分，所谓

“相关项”，即是“意义”的另一种说法。“对象”并不等于“意义”，二者还是应当区别。这对词的

希腊词根“nous”，指的既是“心灵”（mind），又指“认识”（intellect），这些译法的分歧，来自原概

念的多义性。

事物面对意识的意向性压力，呈现为承载意义的形式构成的对象，以回应此意向，意义就

是主客观由此形成的相互关联。本文把“noesis”称为意识的“获义意向活动”，而把“noema”称

为“获义意向对象”（为行文简洁，本文经常会称作“获义活动”和“获义对象”）。所用的译法，长

了一些，或许更清楚明了：由于意识对意义的追寻，才出现这一对关键范畴。

本文把获得意义的初始过程，称为“形式直观”（建议英译“formal intuition”）。所谓“初始”，

就是第一步，即皮尔斯所谓“第一性”。意义活动不会停留在这一步。皮尔斯认为符号活动必有

三个阶段：符号的“第一性”（firstness）即“显现性”，是“首先的，短暂的”，例如汽笛的尖叫；当它

成为要求接收者解释感知，就获得了“第二性”（secondness）；然后出现的是“第三性”

（thirdness），只有到那时，“我们会对于我们所看到的事物形成一个判断，那个判断断言知觉的

对象具有某些一般的特征”⑥。意义活动不会停留在初始阶段，意义的积累、叠加，构成第二性

的认识记忆；意义的深化，构成第三性的理解与筹划。

本文只讨论意义活动的初始发生，也就是说，只局限于形式直观所涉及的第一性阶段。皮

尔斯明确声称：“就我所提出的现象学这门科学而言，它所研究的是现象的形式因素。”⑦形式

直观也是一种直观，但与胡塞尔现象学的出发点“本质直观”不同。二者相似的地方只在于对

“意向性”和“直观自明性”的理解，胡塞尔说：“在直观中原初给予我们的东西，只应如其被给

予的那样，而且也只在它在此被给予的限度内被理解。”⑧意识之“形式直观”之所以成为意义

活动的根本性出发点，原因有二。第一，“直观”的动因是自明的，意识的“追求意义”本性，是获

义意向活动之源；第二，作为直观对象的“形式”，如皮尔斯的定义，是“任何事物如其所是的状

态”⑨，即对象最基本的无可遮蔽的显现。

胡塞尔现象学讨论的关键点是“本质直观”（essential intuition），即“观念直观”（ideation）。本

质直观被给予的不仅有感性个体，而且有关系范畴及本质观念。究竟直观是否能通过观念化

抓住事物本质？符号现象学并不讨论这个问题，因为符号学关心的是意义的生成和解释，至于

由此获得的意义是否为事物本质不可能在形式直观中考虑。皮尔斯建议把符号现象学直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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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缩小到对象初始的形式显现：“关于现象学的范畴和心理事实（脑或其他事件）之间的关

系，它又极其严格地戒绝一切思辨。它不从事、而是小心翼翼地躲避进行任何假定性解释。”⑩

他建议把对事物的进一步理解，推迟给形式直观之后的经验认识累积去解决。这不是符号现

象学“有意扭曲”现象学。作为意义理论基础的符号现象学，只是回顾并吸收现象学的一些方

法，应用于符号学的基础建设。它与现象学在一系列关键性问题上，看法可以不同，因为各自

的论域很不同。

意识的这种初始获义活动是一种直观，是因为意识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寻求意义。为什

么意识寻找意义？这一点无需辩护，甚至无须证实，因为它是意识主体存在于世之必需，皮尔

斯称之为心灵与“真相”天生的亲近輥輯訛。意识的存在不可能不追求意义，因为人生存于一个由意

义构成的世界之中，只要意识功能尚在，就不可能一刻停止意义的追寻。意识的获义活动能否

如意地获得“真相”，则是另一回事，需要另外讨论，但是追寻意义的活动本身，是意识存在于

世的方式。

因此，形式直观作为初始获义活动，是自我澄明的。也就是说，主体意识产生获取意义的

意向性，这个需要，以及这种能力，是自我的内在明证性的立足点，也是符号现象学的起点根

据。获取意义的意向活动，无需他物作为其根据。与之正成对比的是：对象给出意义回应，却不

是自发的，而是获义意向施加压力的结果。

只有追寻意义的意识，才是不变的出发点。一旦人的意识不追寻意义，意识就中断，意识

就是追寻意义的精神存在。《孟子·告子上》：“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

与我者。”輥輰訛孟子这段话说得很清楚：感觉并不是意义的首要条件，意识（“心”）的意向性功能

（“思”）才是。“思而得之”的，是对象世界，对象是“思”的产物，而意识对意义的这种追求，是

“天所与我”的本能。

并非所有的心理活动都是意识的体现，精神病患者、错觉幻觉者、失去知觉者，一旦他们

的意识不再持续地追寻意义，就不具有意识。在这个意义上，睡眠的确可以被看作死亡或精神

病态的预演，睡眠中断了意识对意义的追寻，只有靠梦，朦胧模糊地、断续挣扎地维持获义活

动。

形式直观不可能取得对对象的全面理解，任何深入一步的理解，就必须超出形式直观的

初始获义范围。无论什么事物，都拥有无穷无尽的观相，所谓“一花一菩提，一沙一世界”。在特

定的初始获义活动中，只有一部分观相落在意向的关联域之内。例如，我们看到某人一个愤怒

的表情，这个感知让我们直观到愤怒这个意义，但是此人愤怒的原因，此人如此愤怒的生理心

理性格机制，却远远不是一次形式直观能解决的，需要许多次获义活动的积累，才能融会贯通

理解，也很可能永远无法“正确地”理解。皮尔斯指出：认识累积，才有可能“把自己与其他符号

相连接，竭尽所能，使解释项能够接近真相”輥輱訛。认识理解，必然不再局限于初始形式直观，而需

要进一步的符号意义活动。但所有进一步的理解，首先需要第一步的形式直观来启动。

形式直观是意识与事物的最初碰撞产生的火花，没有这个意义反应，就不会有此后的链

式认识活动，就没有符号学的所谓“无限衍义”（unlimited semiosis），不可能进入属于认知过程

第二性的理解，更没有属于第三性的范畴分辨与价值判断。皮尔斯认为真相是每个符号的最

终解释项。但是无限衍义使符号过程不可能有终结，因此“真相”只是吸引我们持续认知努力

的目标，我们的每一步认知能接近这个目标。对事物的认识，可以逐渐加深，逐渐扩大，甚至进

而深入事物的本质，但是这些不是形式直观所能做到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意义？胡塞尔一再强调：意义并不是意向对象，相反，意义总是意向性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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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因此，当自称继承胡塞尔意义理论的赫施说“一切意向性对象的一般属性就是意义”輥輲訛，有

论者认为是违背了胡塞尔的原意輥輳訛。笔者认为，意义可以定义为这样一个双向的构成物：意义

是意识的获义活动从对象中得到的反馈，它能反过来让意识主体存在于世，因此，意义就是主

客观的关联。这样一个定义符合海德格尔的看法：“在领会着的展开活动中可以加以勾连的东

西，我们称之为意义。”輥輴訛“严格地说，我们领会的不是意义，而是存在者和存在。”輥輵訛而且，意义也

是主客观互相构成的方式：不仅是意识构成对象，而且意识由于构成意向对象从而被意义所

构成。梅洛—庞蒂的话“景象用我来思考它自己，我是他的思维”輥輶訛，点明了意义关系中的相互

建构原则：对象必然是意识的对象，而意识也必然是对象的意识。

王阳明《传习录》的名言“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

便是物”輥輷訛把意识追求意义的关键层次，说得相当清楚：“身之主宰便是心”，自我的主体存在就

是自我的意识；“心之所发便是意”，意识的主要功能就是发出意向性；“意之本体便是知”，这

种意向性的根本目的就是获得意义；“意之所在便是物”，获义意向性的压力让事物变成对象。

很多学者注意到王阳明这段话与现象学遥相呼应，二者异同之处，也得到不少辩论輦輮訛。笔

者认为这段话更适合于符号现象学的形式直观论：王阳明所说的“意”不是纯主观的“心”，而

是心发出的“意向性”；“物”可以被理解成“对象”。王阳明还有一段话，支持本文这种理解：“凡

意之所用无有无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矣。”輦輯訛如果没有获义意向性的压力，

事物不会成为对象，而一旦有“意之所用”，即“有是物”。

但是形式直观的意义定义还有个回应过程，我们可以沿着王阳明的话，再加一句，“物之

应意便是心”。王阳明也清楚地了解这种意义回应构成意识的过程：“目无体，以万物之色为

体；耳无体，以万物之声为体；鼻无体，以万物之臭为体；口无体，以万物之味为体；心无体，以

天地万物之是非为体。”輦輰訛对象给予获义意向性的意义回应，反过来构成意识。它们的关系形成

（心灵）意识→（获义）意向→（对象事物给予）意义→（心灵）意识，这样就完成了一个意义构成

主客观的循环。

二、获义对象是事物还是符号？

获义意向活动的对象，究竟是事物，还是符号？这是符号现象学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大问

题。笔者在《符号学》一书中提出符号的定义是“被认为携带着意义的感知”輦輱訛。既然意义必须通

过符号才能表现，形式直观创造的“对象”，就应当既是符号，亦是事物，更明白说，是“以符号

方式呈现的事物”。事物在形式直观中呈现为对象，就是为了提供携带意义的观相。

事物呈现为对象，对象提供感知作为符号，这过程的两端（事物与符号）在初始形式直观

中结合为同一物，是意向对象的两个不同的存在于世的方式。二者的不同是：事物可以持续地

为意识提供观相，因而意识可以进一步深入理解事物，而符号则为本次获义活动提供感知，要

进一步理解事物，就必须如皮尔斯说的“与其他符号结合”。因此皮尔斯非常明确地说：“品质

的观念是现象的观念，是单子的部分现象。它与其他部分或构成成分无关，不涉及其他东西。

我们绝不考虑它是否存在……经验是生活的过程。世界是经验的反复灌输。品质是世界的单

子成分。”輦輲訛他的意思是说，符号是个别意义活动中的存在，而事物是持久的意义活动中的存

在，事物有回应意向活动的持续性。但是，如果我们只局限于讨论特定的、一次性的初始获义

活动，那么事物给出的对象观相即是符号，事物在形式直观中成为符号。

有不少讨论符号的现象学者，强调区分事物与符号，主要是因为他们把符号看做意义的

形式直观：符号现象学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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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或看作得到意义后进行传送所用的工具。胡塞尔认为符号是直观之后的“非直接”意义，

并非第一性的，他认为“直观行为”与“符号行为”是两种不同的表象，取决于“对象究竟是单纯

符号地，还是直观地，还是以混合的方式被表象”輦輳訛。他认为直观表象是“本真的”，而符号表象

是“非本真的”，也就是次生的。正因如此，舍勒反对卡西尔把人定义为“使用符号的动物”，而

要求“从符号返回事物，从概念的科学和满足于符号的文明返回到直观地经验到的生活”輦輴訛。

有些叙述学家，也认为直接感知经验并不是符号，例如普林斯完全否认梦是符号构成的

叙述輦輵訛。在他看来符号文本必须媒介化，能给别人看，而经验的“心像”本身，除非用其他符号表

现，无法与人分享；吉尔罗也强调“正在做的梦是经验，不是文本”，她的理由却是“（媒介）文本

有边界，形成整体结构”輦輶訛，经验的心像不构成符号文本。

但是也有论者发现这二者的区分并没有那么清晰。文化哲学家霍尔提出：人类面对的是

两套“再现体系”：“一是所有种类的物、人、事都被联系于我们头脑中拥有的一套概念或心理

表象”；而第二个再现系统是符号，即“我们用于表述带有意义的语词、声音或形象中的术语”輦輷訛。

霍尔实际上承认：既然“事物的概念与心理表象”与各种符号一样，都是用来“再现”意义的，那

么它们至少在意义活动中很难区分。

笔者认为，事物与符号的确有本质区别，上面已经谈到，它们的意义持续性非常不同。只

是在特定的初始获义活动中，二者无法区分，因为此时事物呈现为符号。对象对获义意向提供

观相以构成意义，这种观相来自哪一具体事物，在形式直观阶段并不一定能区分，也并不一定

要区分。一个苹果的鲜红，一个蜡像或一幅画面上的苹果的鲜红（某些人只承认后两种为符

号），一样可以引向“新鲜”、“可食”、“可观赏”等意义；一个笑容，在人脸上，在照片上，在视屏

上，都可以引向“和蔼”、“可亲近”等意义。一个人醒来时听到清晨农村一天开始时的各种声

音，这究竟是身处农舍听到的自然声音，还是有人在放录音，给他的意义并无二致。这不是说

事物与图像这样的人工符号之间难以区别，而是说在初始形式直观中，这两者无从区别。

符号现象学与现象学的这种分歧，起源在于对符号本质的理解。主张事物不同于符号的

学者，可能心底里认为符号是靠“一物代一物”被用作意义替代的：有了意义，需要传送，才需

要符号。这个误解从符号学形成之初就已经出现，皮尔斯曾指出：“（维尔比夫人提出的）‘表意

学’（significs）比符号学的范围小了一些，因为‘表意’（signification）仅仅是符号的两个主要功能

之一。”輧輮訛另一个主要功能就是意义的接收。大半个世纪之后，福柯对符号学的误解如初，他说：

“我们可以把使符号‘说话’，发展其意义的全部知识，称为解释学；把鉴别符号，确定为什么符

号成为符号，了解连接规律的全部知识，称为符号学。”輧輯訛福柯明显说的是索绪尔符号学，实际

上在皮尔斯的理论中，符号学的重点落到意义的解释上。近年符号学的发展，重点更落在接收

这一端。

意义并不出现在符号之先，凡有意义时，就必然已经有符号承载这意义。苹果“新鲜”的意

义，并不一定在用另外的媒介（例如图像或视屏）来传送时才需要符号，苹果自身成为意识对

象，就是鲜红的观相成为符号的结果。不是一定要到感知被“媒介”携带并传达的时候，才成为

符号。实际上，当意识感知到事物的某个观相，就把事物变成了认识对象，也就是说，在意识的

“共现”（appresentation）中，片面性的观相，就已经成为事物的符号，这两者之间已经出现了部

分指向整体的符号表意关系。既然“符号”的定义是被认为携带着意义的感知，那么观相反馈

意义给意识，它就是一个符号。正因如此，“真实的”苹果与苹果的蜡像或照片，在初始形式直

观中，意义功能可以相同。当我们把符号学的重点从发送者移到接收者，把接收者看成面对对

象的意识，事物与符号的分别，在形式直观中就暂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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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曾相当详细地讨论过蜡像馆中蜡像与真人的区别，他说“一旦我们认识到这是一

个错觉，情况就会相反”輧輰訛。因为到此时，我们才会意识到二者“质的”区别。那么，在认识到错觉

之前，二者的意义是相同的。美术史家贡布里希的下面这段论述，也在强行区分事物与符号：

“植物课上使用的花卉标本不是图像，而一朵用于例证的假花则应该算是图像。”輧輱訛标本是真

花，而这位植物课老师手里拿的是假花。但是对于课堂上学生进行的这一次获义活动而言，假

花（符号）与真花（事物），如果形式相同，初始获义会有什么差别呢？除非有人已经看出形式不

同，那样就是对象不同导致意义不同。

甚至观相的明显差异，在特殊的意义活动中也能暂时搁置，条件是主观上看不出不同点：

花卉画能把鸟弄糊涂；美人画能让柳梦梅堕入情网（这是感情引发的超常识认同）；听到曹操

说“梅子”，见到梅子的画，闻到梅子的味道，与看到梅子、尝到梅子，意义效果也会很相似；在

现场看足球，与看电视现场直播，甚至看重播（只要不事先知道比分），所获得的意义是相同

的。有人可以说二者很不同，电视上感觉不到现场的气氛，但是电视也给我们现场看不到的细

部，现场与转播如果提供的观相相同（例如在我这种“伪球迷”眼中），形成意义就相同。

因此，事物与符号，在形式直观中，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奥格登与瑞恰慈在讨论意义的定

义时指出：“我们的一生几乎从头到尾，一直把事物当作符号。我们所有的经验，在这个词最宽

的意义上，不是在使用符号，就是在解释符号。”輧輲訛胡塞尔其实也清楚事物与符号在意义活动中

潜在的同一性：“最终所有被感知之物，被虚构之物，符号性地被想象之物和荒谬，都是明证地

被给予的。”輧輳訛德里达在批评胡塞尔的符号理论时指出：“如果把符号看作一种意向运动的结

构，那符号不就落入一般意义上的物的范畴？”輧輴訛而德勒兹的声明更为明确：“事物本身与事物

被感知其实是一回事，呈现同一个形象，只是各自被归为两种不同的参考系统。”輧輵訛这种“归于

参照系统”，须待事后的进一步认识。

意义必然是符号的意义，符号不仅是表达意义的工具或载体，符号也是意义产生的条件：

有符号才能出现意义活动。意义形式直观所面对的事物，在这时候也让有关的观相呈现为符

号，让自己成为符号所指的意义。在意识的获义活动中，事物与符号无区别，原因非他，因为落

在获义活动中的对象，已经非事物本身，而是获义活动所需意义的提供者。

三、形式还原

所谓“还原”，就是简化成最基本的要素。意识要获得意义，意向活动必须排除所有与获义

活动无直接关联的因素。上面已经说过，事物在获义意向性的压力下，被还原为提供意义的观

相所组成的对象。形式还原的第一步就是“悬搁”：获义意向活动把事物的某些要素“放进括

弧”，存而不论，排除在外。事物与符号，在形式还原中无从区别，因为意识的形式直观，首先悬

搁了对象的“事物性”（thingness）。

在意义产生过程中，事物失去事物性。皮尔斯对此的解释比较清楚：“现象学与它所研究

的现象，在多大程度上和实在相符合这个问题没有关系。”輧輶訛他在另一处进一步说明：“红色的

品质取决于任何人实际上都看到了它，因此在黑暗中红色就不再是红色。”輧輷訛鲜红的颜色和形

状说明苹果的存在，而在黑暗中，红色消失，我们知道苹果的颜色也只是在记忆中。此时形式

直观只能依赖于别的观相，例如触摸圆润，嗅闻香甜。因此，在初始获义意向活动中，对象失去

事物性，被形式还原成符号感知。甚至，在符号学中，关于意识是否能掌握事物本质的考虑，即

“本质直观”的可能性，也在被形式还原暂时悬搁之列。

形式直观：符号现象学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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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获义意向活动中，事物必须靠形式还原才能具有意义给予能力。意识中最初呈

现的一切都是感知表象，皮尔斯在讨论第一性的“现象的性质”时，称之为“显象素”

（phaneron），即“此时此刻在心灵里的显现”。“显象素”既是事物又是符号，因为“显现”的只是

部分观相。经过这种形式还原，主体意识面对的事物，就降解成为携带意义的符号感知。获义

意向活动的对象，本来就是意向性的构造物。意识要获得意义，第一步是“面向事物的形式本

身”，获义意向划出事物被感知的范围，这是获得意义必要的前提。

意向活动的投出不仅有方向（投向某个对象），而且对相关的观相有所选择。这种选择“悬

搁”了与本次获义活动不相关的观相，忽视不期而然落入感知的“噪音”，并且把相关观相分解

成“背景区”、“衬托区”与“焦点区”。事物的形式被意向性如此处理，意向性显得像个手电筒，

只照亮事物形式的一部分，把它变成对象，而且聚焦于更小的一部分，在此获得最多的意义，

其余都被悬搁，被当作噪音、当作背景、当作衬托。把意向性比作手电筒，过分空间化，不适用

于多样化的（例如嗅觉、味觉方向的）获义活动，但是它比较生动地说明了意向性如何把事物

变成对象，激活出意义来，而且让对象呈现一种“非匀质”状态。

在意识追求意义的过程中，每一个事物，都有可能呈现有关观相，而成为意义的符号载

体；反过来，每一个符号载体，也可以因为所携带意义消失，而降解为不携带意义的事物。由

此，每一个事物，每一个符号，都是表意性与物性复合的“符号—物”双联体。哪怕是人工制造

的最彻底的“纯符号”，例如言语、文字、图画、标记、纸币等等，都有物的成分。符号的这些物成

分（例如涂抹可以遮盖，纸币可以点火），一样具有物的无穷观相。既然任何物都是一个“符

号—物”双联体，它就可以向纯然之物一端靠拢，完全成为物，此时它与意义活动无关；它也可

以向纯然符号载体一端靠拢，不作为物存在，纯为表达意义，或更确切地说，纯为本次意义活

动提供符号载体。人在付钱时，使用事物的观相携带的符号意义，纸币的物品质，例如纸币的

硬度，不参与本次具体的意义活动，除非纸币过于破烂使其意义可疑。任何符号—物都在这两

个极端之间滑动，因此，绝大部分物都是偏移程度不一的符号—物，其使用部分与表达意义部

分的“成分分配”，取决于特定的获义意向。

从这个基本理解出发，可以看出，被形式还原成为获义活动对象的符号—物，可以有四

类：

第一类是自然事物（例如雷电，例如岩石），它们原本不是为了携带意义而出现的，它们

“落到”人的意识中，被意识符号化，才携带意义：雷电被认为显示天帝之怒，或预兆暴雨将至，

岩石可以看作矿脉标记，或自然界鬼斧神工；

第二类是人工制造的器物（例如石斧，例如碗筷，例如食品），原本也不是用来携带意义

的，而是使用物。这些事物，当它们显示“被认为携带意义”的观相时，也就是被“符号化”时，就

成为符号：石斧在博物馆成为文明的证据，食品放在橱窗里引发我们的食欲；

第三类是人工制造的“纯符号”：完全为了表达意义而制造出来的事物，例如语言、表情、

姿势、图案、烟火、货币、游行、徽章、旗子、棋子、游戏、体育、艺术等等，它们不需要“符号化”才

成为符号，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作为意义载体被制造出来的。上文已经说过，它们在一定场合也

可以降解为物；

第四类是看起来几乎无任何物性的“纯感知”，例如心像（错觉、梦境等），“应有感知而阙

如”造成的“空符号”（如沉默、无表情等），它们作为符号存在，是因为它们也是“被认为携带意

义的感知”。梦中的家乡让人情可以堪，音乐中的休止，绘画中的留白，都是携带意义的符号感

知。

24



既然任何符号—物都不外乎这四类，而这四类都可以变成符号来表达意义，它们表达意

义的部分都只是符号，而不是事物，那么在表达意义的时候，上面的分类中，“原先的”事物，与

“原先的”符号，没有本质差别。符号现象学探究如何获得意义，要做的是“形式直观”，就不必、

也无法区分这四者何者只能为物，何者只能为符号。

在形式还原时，要悬搁事物的事物性，也需要悬搁符号—物与本次的意向活动不相干的

诸种观相。因此，被获义活动选择出来构成对象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事物的特定观相。事物

不需要全面被感知才携带意义，让事物的过多观相参与对象之形成，反而成为获义的累赘，因

为噪音过多。形式还原并不使符号回归事物自身，恰恰相反，符号因为要携带意义，迫使对象

“片面化”，成为为意义的简写式。

这种片面化，是获义活动之必需：若无关品质，不仅可以忽视，而且必须忽视，不然意义活

动就会遇到困难。如果汽车按喇叭，你听到就必须马上会躲避，甚至不去看汽车一眼，此时符

号就使整个事物极端片面化，只剩下喇叭声音这一感知；而当朋友向你炫耀豪车，此时你就会

注意到标牌的样式和车身的光鲜：那当然也是片面化，是另一种片面化。因此，初始获义意向

活动要追寻意义，事物就只剩下与意义相关的观相组成对象。正因有这样一个意向性选择，事

物在意向性压力下还原为符号。

所以符号载体不仅不是物，甚至不是感知集合，而只是与获义意向活动相关的某个或某

些观相的临时显现。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同一事物可以承载完全不同的符号。例如一个苹果，

意义可以有关美味、有关水分、有关外形美等等：同一个苹果，在被不同意向性激活后，显现的

观相不同，产生的意义不同。

这就是为什么本文一再强调，事物与符号感知，在形式直观中，对意识而言是等值的。只

不过事物是可供进一步认识的无穷观相的寄宿地，可以持续地回应需要意义累加才能形成的

理解活动。继续沿用上面举过的乡间晨音的例子，如果我听到此“天籁”后起身，看一看嗅一嗅

摸一摸，事物的其他观相就成为新的符号，回应我的新的获义意向活动，此时事物不同于符号

的“意义持续性”就显示出来了，意识也就渐渐接近“真相”。意义一旦累加，我就可以进一步理

解农村田园生活，或是进一步理解CD音响。到这个时候，前者被称为“事物”，后者被称为“符

号”，或许才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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